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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科学理念和正确方法［1］。回顾我国实践探索的历程，绿色技术创

新因具有双重正外部性，既能驱动技术进步，又能切实保护环境，所以被广泛看作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2］。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9〕689号）首次从国家层面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框

架进行系统规划，强调绿色技术创新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3］。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见》，提出“坚持创新转型。强化支撑绿色转型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度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推进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绿色

转型提供更强创新动能和制度保障。”［4］充分肯定了绿色技术创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导

向作用和战略价值，如何才能有效地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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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借助环境规制工具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基于可处理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30个
省（区、市）（不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2012-2023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开展分区域量化评
估，同时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剖析产业结
构优化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研究期间内呈现出
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平均效率始终低于1，效率排序为：东部>西部>中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
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出“U”形特征；环境规制可借助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双重中介
机制，间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为此，提出加强区域合作、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规制政
策和优化产业结构等建议，以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加速推进我国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
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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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影响因素中，环境规制作为政府为减少污染、保护生态而出台的强制性政策工具，可以

依靠其“有形之手”的特质，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5］。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对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展开

了深入分析，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量化途径方面，在早期

研究中，学者大多聚焦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出成果，用这个指标来间接判断效率水平的高

低。其中，Jurgen等［6］将绿色能源专利数量作为绿色能源技术创新的代用变量；王锋正等［7］将
单位能耗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绿色创新的度量依据；刘源［8］以能源消耗量与新绿色产品产

量的比值来表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更多学者认为只用绿色产出来

进行衡量，难以体现资源利用的有效性，提出将绿色投入要素考虑进去［9］，从而全面客观地度

量效率水平。之后的研究逐渐完善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方法。Huang等［10］用随机前

沿分析法（SFA），把创新投入要素加进指标体系，通过区分模型里的随机干扰项和技术无效

率项，精准算出中国工业企业的创新效率；He等［11］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构建出包含

多项投入与产出指标的生产前沿面，用非参数分析的方法，完成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

评估。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方面，现有文献通过差异化的理论框架与

实证设计，形成了“抑制论”“促进论”和“非线性论”3类观点。支持抑制论的学者认为，环境

规制会迫使企业将资源投入到污染治理领域，挤占了绿色技术研发所需的人力与资本，进而

降低了创新效率［12-13］。对此，Li等［14］和谢宜章等［15］基于中国各省的制造业数据，对该理论进

行了充分的验证。支持促进论的学者认为环境规制能倒逼企业突破传统技术路径，通过研发

清洁技术来实现污染减排与成本优化的“创新补偿效应”，最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16-18］。
斯丽娟［19］和刘云强等［20］认为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能够通过知识扩散、

技术模仿等渠道对周边地区的效率值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支持非线性论的学者认为环境规

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21-22］。游达明等［23］和张鑫等［24］分别基于企业和

地级市的相关数据，检验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张峰等［25］利用门槛回归模型，

对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二者间呈“U”形关联，即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未跨越

特定门槛值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主要表现出抑制作用，突破该临界点后，则呈现显著的促

进作用。在各类变量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作用模式与效应

特征方面，陈晓等［26］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出发，检验出政府补助可在环境规制与绿色

技术创新的关联中承担中介角色；范斐等［27］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数据，检验出外商直接投

资可在二者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和门槛效应，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闫华飞等［28］进一步验证与

支持；罗志红等［29］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出发，检验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负向调节环境

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CEO开放性则在这一关联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就效率的量化手段而言，以往运用的SFA模型在应对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效

率评价问题时存在显著短板，传统DEA模型则存在效率值区分不精准和忽略非期望产出的

弊端。相比之下，超效率SBM模型作为一种以数据包络分析法为基础的非参数效率评价手

段，可以用来衡量决策单元在多投入、多产出系统中的相对效率，该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弥补

以上方法的缺漏，还能把非期望产出整合进模型架构，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对有

效决策单元进行更细致地排序，使测量结果更加精确可靠。就分析视角而言，现有文献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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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二者间的影响机制时，较少考虑到产业结构优化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大量研究证明，环境

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以及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紧密关联。鉴于此，测算并比较2012—
2023年我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30个省（区、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剖析环境规制

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内在机理，明确产业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进一

步丰富相关领域的理论成果，对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推动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的价值。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

1.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关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学术界的争议焦点主要聚焦于“遵循成本效应”与

“创新补偿效应”的博弈关系。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环境规制实施初期，“遵循成本效

应”通常占主导地位。这个时候，企业为了达成基本的合规要求，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污染治

理和环保设备更新等领域，结果挤占了原本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资金［12-13］。另外，鉴于

这个阶段的环境规制强度普遍不高，企业依靠末端治理或者简单技术改造，就可以达到监管

要求，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开展投入大、周期长且不确定性高的绿色技术创新［30］，最终使该阶

段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维持在一个偏低的水平。然而，当环境规制强度持续加大并突破某一

临界数值后，“创新补偿效应”的优势便会凸显出来［25］。这时，简易的末端治理所需成本变得

极其高昂，甚至无法满足要求，企业为了降低长期合规成本，积极研发并采用绿色技术，从而

降低污染治理费用并提高生产效率［16-18］。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推动了公众环保意识的增

强，进而激发了市场对绿色产品的消费诉求［31］，最终，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会出现明显提升。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呈现“U”形关系，即先抑制后促进。

1.2 环境规制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机制

为探究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从以下3
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

第一，就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而言，能够凭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条

路径对区域产业结构施加影响［32］。其中，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层面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协调发展上。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设置污染排放标准和资源

使用限制，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并优化生产流程，同时引导资本、技术等要素从传统高污

染产业向绿色产业流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集约化利用［33］，加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

程；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将环保要求内化为生产标准，催生不同的产业进行融合，

打破产业间的壁垒，使资源与优势得以广泛流动与重组［34］，进而增强产业结构的协调性。环

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升级上［35］。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提高环

保标准和市场准入门槛，对传统“两高”产业形成刚性约束，这种约束作用促使企业不得不进

行技术改造和工艺升级，推动产业向清洁化、高效化方向转型；另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税收

优惠、财政补贴等一系列政策，为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动力，构建

出低碳、高效的产业发展趋势［32］，助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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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而言。当产业结构合理化水

平逐步提升时，一方面，资源能够依据各产业的发展需求进行更合理地流动与配置［36］，这意

味着资金、人力等资源能更精准地投入到最具潜力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中，避免资源的低效

利用，提高创新成果的产出速度和质量；另一方面，产业间的关联性和协同性不断提高，有利

于形成完整的绿色技术创新链条［37］，推动跨产业上下游协作，实现研发、生产、推广等环节的

紧密衔接，有效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连贯性与转化效率。此外，随着产业结构向高

级化方向演进，高技术、低能耗产业的占比将逐步扩大。一方面，这类产业的快速发展会使

市场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激增［38］，进而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创新资源布局，为

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市场驱动力；另一方面，这类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

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39］，能通过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知识扩散机制，使其在关联产业中渗

透与应用，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整体跃升。

第三，从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所扮演的角色来看，陈浩

等［35］认为，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这一中介路径间接提升发展质量，且这种间接影

响甚至超越了环境规制本身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肖振红等［32］则将环境规制细分为不同类型，

认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为提升绿色技术

创新效率指明了更精准的实施路径。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存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作用。

假设3：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存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重点聚焦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以及产业结构优

化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传导功能，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22..11..11 超效率超效率SBMSBM模型模型

超效率SBM模型在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表述如式（1）和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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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型中，各项参数的定义如下：m代表决策单元中的投入指标总数，q代表期望产出指

标的数量，h代表非期望产出指标的数量。具体而言：i代表第 i项投入，r代表第 r项期望产出，t
代表第 t项非期望产出，j用于标识第 j个决策单元，n为决策单元总数，k特指被评价的决策单

元，xi构成了投入矩阵，y
g
r 构成了期望产出矩阵，y

b
t 构成了非期望产出矩阵，λj 0表示规模

报酬保持恒定，s-i 代表投入变量的冗余量，s+r 代表期望产出的冗余量，sb-
t 代表非期望产出的

冗余量，ρ 代表将非期望产出纳入考量后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值。

22..11..22 回归模型设定回归模型设定

针对假设1，为揭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特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如

式（3）所示。

ηGTI,it = α1Eit + β1E
2
it + γ1Xit + θ

i + μt + εit （3）
式中：ηGTI表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i和 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维度，E用于度量环境规制强

度，X为一组控制变量，θ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μ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 为随机误差项。

针对假设2和假设3，为探究产业结构优化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根据陈浩［35］的研究，首先

构建模型（4）和模型（5），旨在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的作用效应，在模型

（3）的基础上引入两个中介变量，构建模型（6），以全面检验产业结构优化所发挥的中介效

应。模型构建如式（4）（5）（6）所示。

Srat,it = α2Eit + β2E
2
it + γ2Xit + θi + μt + εit

Sadv,it = α3Eit + β3E
2
it + γ3Xit + θi + μt + εit

ηGTI,it = α4Eit + β4E
2
it + δ1Srat,it + δ2Sadv,it + γ4Xit + θi + μt + εit

（4）
（5）
（6）

式中：Srat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Sadv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

2.2 变量说明

22..22..1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ηGTI）是用于衡量各地区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资源投入与产出成

果间的转化效率。当前用于测算效率值的方法有很多且大多为定量分析，考虑到投入、期望

产出以及非期望产出在效率评估过程中存在互动效应，在闫华飞等［28］研究的基础上，共选取

以下9个指标并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效率值进行计算，计算值越高，说明资源利用更加高

效，技术成果转化更加显著。具体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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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投入-产出评价指标

类型

投入指标

期望产出指标

非期望产出指标

测量方式

R&D 经费内部支出

R&D 人员全时当量

区域电力消费量

专利申请数

专利授权数

技术市场成交额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单位

亿元

人年

亿kWh
件

件

亿元

万 t
万 t
万 t

22..22..22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E），该变量的评估方法多样，目前尚未对衡量标准达成一致共识。现有

的评估方法包括：第一，基于成本投入视角，以单位产值的治污成本［40］来衡量；第二，基于污

染物排放视角，以征收的排污费［41］来衡量；第三，基于政府管理视角，以污染行为行政处罚案

件数量［42］来衡量等。根据张成等［43］的研究，以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第二产业

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

22..22..33 中介变量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Srat）是指产业之间协调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形成相互支撑、

比例协调的产业体系，核心是解决产业间“结构失衡”的问题。借鉴干春晖等［44］的研究，选择

以泰尔指数来度量该变量，如式（7）所示。

T=∑
i=1

n Yi

Y ln(Yi

Li
/Y

L ) （7）
式中：T为泰尔指数，Y和L分别表示三次产业的总产值与就业总人数。考虑到泰尔指数

的逆向属性不便于本文的数据分析，为实现指标的正向解读，采用极值标准化手段对其进行

负向调整，最终得出的数值即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产业结构高级化（Sadv）反映了产业结构从依赖基础要素的低收益水平向依托技术创新的

高收益水平方向演进，主要体现的是产业层级和竞争力的提升。目前，衡量该变量的方法包

括：第一，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法，该方法通过量化三大产业的占比变化，来反映产业结构在数

量层面的演进特征［45］；第二，比值法，该方法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量化指

标［35］。鉴于比值法的计算结果更加直观，为便于理解与分析，将沿用该方法来度量产业结构

高级化。

22..22..44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

在肖雁飞等［46］的研究基础上，选择以地区开放程度（XOPEN）、经济发展水平（XPGDP）、城镇

化水平（XUR）、政府干预（XGI）、基础设施（XInf）、金融发展程度（XFin）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地

70



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区开放程度”和“城镇化水平”能够影响到国内外先进绿色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有效传播，“经

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能够为绿色技术创新带来重要的资金保障与资源支撑，“政

府干预”能通过政策、资金等干预途径有效激励或约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础设施”作为

生产、生活的前提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发挥作用。以上控制变量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绿

色技术创新效率，各变量的具体测量方式如表2所示。

表2 控制变量的测量方式

控制变量

地区开放程度（XOPEN）

经济发展水平（XPGDP）

城镇化水平（XUR）

政府干预（XGI）

基础设施（XInf）

金融发展程度（XFin）

测量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额/GDP
人均GDP

城镇常住人口/年末总人口

财政预算支出/GDP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 2012—2023年我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 30个省（区、

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原始数据主要源自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各省份官方统计年鉴等，

少量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完成补充修正。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ηGTI

E
Srat

Sadv

XOPEN

XPGDP

XUR

XGI

XInf

XFin

样本量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均值

0.59
0.15
0.68
1.40
0.17
6.39
0.47
0.26

17.12
1.57

标准差

0.40
0.25
0.21
0.78
0.01
3.25
0.07
0.11
5.14
0.44

最小值

0.04
0.00
0.00
0.61
0.00
1.89
0.30
0.11
4.08
0.70

最大值

1.89
2.45
1.00
5.69
0.08
20.00
0.66
0.76
28.00
2.77

此外，考虑到区域情况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为提高实证结果的科学性及

可靠性，依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的划分标准，综合考量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特征，将我国除

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30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3大区域，具体的划分情况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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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基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4）0650］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2 东、中、西3大区域划分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相关性分析

为确保实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规避伪回归风险，在开展正式实证分析前，对各变

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与方差膨胀因子（VIF）检测，结果如表4、表5所示。

表4 相关性检验结果

ηGTI

E
Srat

Sadv

XOPEN

XPGDP

XUR

XGI

XInf

XFin

ηGTI

1
-0.22***

0.40***

0.59***

0.16***

0.49***

0.42***

-0.04
-0.20***

0.51***

E

1
-0.33***

-0.16***

-0.22***

-0.34***

-0.43***

0.40***

0.09
-0.04

Srat

1
0.41***

0.41***

0.62***

0.66***

-0.40***

0.00
0.35***

Sadv

1
0.24***

0.55***

0.50***

0.02
-0.36***

0.53***

XOPEN

1
0.26***

0.41***

-0.35***

-0.26***

-0.00

XPGDP

1
0.83***

-0.43***

-0.10*

0.45***

XUR

1
-0.32***

-0.16***

0.56***

XGI

1
-0.07
0.36***

XInf

1
-0.15***

XFin

1
注：***、**、*分别表示在1%、5%、10%下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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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VIF检验结果

变量

VIF
E

1.42
Srat

2.20
Sadv

2.04
XOPEN

1.62
XPGDP

4.66
XUR

5.52
XGI

2.95
XInf

1.30
XFin

3.33

由表 4和表 5可知，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基本保持在 0.5以下，绝大多数变量的

VIF统计量均小于5，这说明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较轻，对后续回归分析结果的准确

性和稳定性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

3.2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算结果

在超效率SBM模型的基础上，借助MAXDEA软件测算2012—2023年我国除西藏及港澳

台地区外的30个省（区、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值，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动情况

由图 3可知，2012—2023年，整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效率均

值始终低于1，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与推进力度持

续提升，不断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政策，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进阶夯实

了基础。由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仍处于探索阶段，创新成果的吸收与转化能力不足，导致绿

色技术创新效率水平总体偏低。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效率值的波动幅度虽有所不

同，但数值大小始终保持一致，具体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这主要源于东、中、西部地区拥

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发展基础。其中，东部地区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凭借坚

实的经济基础与充沛的科研资源，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与智力支撑；西部地区依

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红利，在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具有显著优势；中部地

区以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为主，能源结构依赖煤炭，绿色技术转型面临较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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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准效应回归分析

为系统揭示我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30个省（区、市），以及划分的东、中、西部地区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基准影响，运用模型（3）开展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基准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E

E2

XOPEN

XPGDP

XUR

XGI

XInf

XFin

Cons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R2

N

全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
30个省（区、市）

模型（3）
ηGTI

-0.90***

（0.13）
0.31***

（0.07）

0.70***

（0.06）
YES
YES
0.13
360

-0.61***

(0.16)
0.21***

(0.07)
1.30

(1.61)
0.02*

(0.01)
1.27

(1.00)
-0.10

（0.59）
-0.01*

（0.01）
0.20*

（0.10）
-0.12
(0.38)
YES
YES
0.22
360

东部地区

模型（3）
ηGTI

-1.92**

(0.76)
1.52

(1.13)
-2.17
(2.04)
0.02

(0.01)
-0.50
(1.52)
0.16

（1.09）
-0.00

（0.01）
0.12

（0.17）
0.76

(0.56)
YES
YES
0.33
132

中部地区

模型（3）
ηGTI

-0.85
(1.04)
1.44

(2.51)
-3.20
(3.33)
-0.05

(0.03)***

5.78
(2.13)
-1.42

（1.36）
-0.05**

（0.02）
0.42*

（0.21）
-1.36*

(0.69)
YES
YES
0.34
96

西部地区

模型（3）
ηGTI

-0.39
(0.24)
0.16

(0.10)
18.85***

(5.08)
0.03

(0.04)
5.33**

(2.59)
-0.16

（1.02）
-0.05***

（0.02）
0.13

（0.19）
-1.29
(0.88)
YES
YES
0.28
132

注：***、**、*分别表示在1%、5%、10%下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

由表6可知，从全国层面来看，在未纳入控制变量时，E与E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0和

0.31，二者均与ηGTI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

现出先阻碍后推动的“U”形模式。纳入控制变量后，二者回归系数的正负性保持不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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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U”形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稳定性，假设1得到充分验证。其原因在于短期内，严格的环境

规制会带来污染治理和技术改造等费用成本的增加，由此引发的“挤出效应”会阻碍绿色技

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持续提高，“创新补偿效应”将逐步弥补因遵循规

则所产生的成本压力且在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推动绿色技

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仍

维持“U”形关联，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E与E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92和

1.52，其绝对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仅东部地区的ER回归系数通过了 5%的显著

性检验，中、西部地区的均未达到显著性检验的判定标准。造成这种区域差异的原因在于，

东部地区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力成本也相对偏高，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劳动密集型模式，劳动力成本相对偏低［47］。因此，在环境规制初期，每提高一单位环

境规制强度，东部地区承担的边际合规成本将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对绿色技术研发资源的

挤占效应也更为突出。此外，东部地区创新资源丰富、科技基础扎实，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

门槛值后，能迅速将成本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进而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反观中、

西部地区，研发能力相对较弱且创新人才流失严重［48］，即便同样触发了创新补偿效应，其边

际收益与东部地区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

由表6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发展水平（XPGDP）和金融发展程度（XFin）的回归

系数分别为0.02和0.20，二者均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前者通过增强财

政实力和企业资本积累来为绿色技术研发提供资金保障，后者借助多元化融资工具来缓解

创新项目的资金约束，二者共同构成了支撑绿色技术发展的关键资金来源。基础设施（XInf）
的回归系数为-0.01，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但现有研究针对二者间的影响效应

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基础设施可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进而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

率［49］，也有观点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带来资源错配和环境压力，从而不利于效率值的提

升［46］。就回归结果来看，在研究区域内，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抑制作用强于促进作用，因而与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余的控制变量中，地区开放程度（XOPEN）和城镇化水

平（XUR）的回归系数为正，政府干预（XGI）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以上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与肖雁飞等［46］的研究结论一致。

3.4 内生性检验

研究综合运用工具变量法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在工具变量法中，根据

黄大禹等［50］的研究，选择以地形起伏度作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一方

面，地形起伏度较大的区域，地形阻隔会显著削弱污染物的自然扩散能力，导致污染物积聚

并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应对污染挑战、达成生态考核目标，地方政府往往会采取更严

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因此，地形起伏度越大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会相对更强，可满足工具

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地势起伏度是由地质演化长期形成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受人

类经济活动的影响，且仅能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这一渠道间接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不存在反向因果或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差，可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在系统

GMM方法中，引入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一阶滞后项进行回归，以控制潜在的动态效应。具

体的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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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LηGTI

IV1

IV2

E
E2

控制变量

Cons
个体固体
时间固定

N
Anderson canon corr LM statistic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AR（1）
AR（2）

Hansen检验

工具变量法
第一阶段

E

0.76***

(0.14)

YES
0.34***

(0.12)
YES
YES
360

E2

1.13***

(0.22)

YES
0.34

(0.27)
YES
YES
360

第二阶段
ηGTI

-0.76***

(0.22)0.78**

(0.33)
YES
0.19

(0.29)
YES
YES
360

52.52
[0.00]29.04
{7.03}

系统GMM方法
ηGTI

0.50***

(0.13)

-0.33**

(0.15)0.09*

(0.05)
YES
0.20

(0.30)
YES
YES
330

0.00
0.80
0.8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下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7.03 为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0.00、AR（1）、AR（2）、Hansen检验中的值为p值。

由表7可知，IV1的回归系数为0.76，IV2的回归系数为1.13，二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另外，LM在1%的水平

上显著，F的统计量为 29.04，高于 Stock-Yogo在 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7.03，这表明不存

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具备有效性。系统GMM方法的结果显示：AR（1）检

验的p值小于0.1，AR（2）检验的p值大于0.1，Hansen检验的p值大于0.1，均满足工具变量有

效性和模型设定合理性的要求。此外，从2种方法的运行结果中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方向和统计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进一步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

间存在稳健的“U”形关系。

3.5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运用以下3种策略对基准回归开展稳健性检验：一

是采用1%的双缩尾处理技术，以规避异常观测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二是在计量方法层面

引入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避免因单一计量方法的局限性而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

三是对环境规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以捕捉环境政策实施对绿色创新活动的时滞效

应。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76



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E
E2

控制变量

Cons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R2

N

ηGTI
双缩尾处理

-0.75***

（0.25）
0.38*

（0.23）
YES

-0.09
（0.39）

YES
YES
0.22
360

ηGTI
更换计量方法

-0.58***

（0.16）
0.18***

（0.07）
YES
0.20

（0.31）
YES
YES

-
360

ηGTI
滞后一期

-0.45***

（0.17）
0.16**

（0.08）
YES

-0.28
（0.41）

YES
YES
0.15
330

注：***、**、*分别表示在1%、5%、10%下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

由表8可知，在经过上述调整后，回归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保持

一致，且显著性水平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一结果表明，无论是数据处理的优化、计量方法

的改进，还是变量的动态调整，均未对研究结论产生根本性影响，这充分验证了基准回归模

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3.6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在模型（4）~模型（6）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E
E2

Srat

Sadv

控制变量

Cons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R2

N

全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30个省（区、市）

模型（4）
Srat

-0.16***

（0.04）
0.06***

（0.02）

YES
-0.20**

（0.10）
YES
YES
0.67
360

模型（5）
Sadv

-0.39***

（0.11）
0.13***

（0.05）

YES
-0.04

（0.26）
YES
YES
0.63
360

模型（6）
ηGTI

-0.53***

（0.17）
0.18**

（0.07）
0.28*

（0.23）
0.32***

（0.09）
YES

-0.17
（0.37）

YES
YES
0.25
360

东部地区

模型（6）
ηGTI

-0.89
（0.69）

0.96
（1.00）
2.37***

（0.59）
0.38***

（0.09）
YES

-0.86
（0.55）

YES
YES
0.53
132

中部地区

模型（6）
ηGTI

-0.30
（1.05）

0.43
（2.52）

0.84**

（0.38）
0.02

（0.21）
YES

-2.39***

（0.85）
YES
YES
0.39
96

西部地区

模型（6）
ηGTI

-0.40
（0.25）

0.17
（0.10）

0.03
（0.45）

0.28
（0.31）

YES
-1.60*

（0.93）
YES
YES
0.29
132

注：***、**、*分别表示在1%、5%、10%下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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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9可知，从全国层面来看，模型（4）和模型（5）中E的回归系数均为负，E2的回归系数

均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Srat）和产业结构高级

化（Sadv）的影响表现出“U”形动态规律。在模型（6）里加入这两个中介变量后，E与E2系数的

正负号没发生变化，但系数绝对值相较于模型（3）有所下降，说明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部分

中介作用，另外，Srat和Sadv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28和0.32，而且都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显著正

相关，这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条中介路径显著存在，假设2和假设3得

到了验证。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在于，环境规制有助于纠正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引导生产

要素往环保产业和绿色技术领域靠拢，从而提高了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环境规制还会推

动市场需求转型，带动产业升级，这就能给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更坚实的技术基础和更广阔的

市场空间。从区域比较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Srat和Sadv回归系数虽然都是正数，但只有东

部地区的系数全部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而且东部地区的回归系数还明显要比中、西部

地区的对应系数高。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政策执行力度更强，执法精准有力，能给环境规制

的高效运行提供保障，而合理严格的环境规制，又能更大程度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

级［35］，最终带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稳步提升；中、西部地区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和执行能

力都相对弱，这影响了环境规制的运行效果，导致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相对较慢，对绿色技

术创新效率的带动作用也减弱。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选取2012—2023年我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

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各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考察产业结构优化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整体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效率均值始终低

于1，说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虽然得到改善，但投入过度冗余、产出效能不足的问题仍然

存在。分区域来看，各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部>西部>
中部。

第二，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均存在“U”形关联，环

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在绿色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现且逐步赶超“遵循成本效应”，

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分区域来看，受规制成本和创新能力差

异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E与E2的回归系数在数值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明显分化。

第三，Srat和 Sadv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28和 0.32，均与ηGTI显著正相关，说明环境规制能通

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双中介渠道间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其中，环境规制主要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来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分

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因具备更合理的环境规制，可更大程度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

而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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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议

44..22..11 加强区域合作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协调发展促进协调发展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加强区域合作可有效

促进绿色技术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进而推动绿色技术的协调发

展。因此，建议政府加强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大对跨区域交通、通信等基础

设施的投入，为区域间进行绿色创新合作提供保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围绕当地优势绿

色产业，构建跨地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主动与周边地区开展人才合作培养项目以促进知识

的传播与融合。同时，整合区域内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技资源，建立统一的科技资源

共享平台，从而进一步优化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协调发展。

44..22..22 因地制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因地制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可精准匹配区域发展实际，在各区域可承受范围内有效激发

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实现创新效率的系统性提升。因此，建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立足于区域

发展现状，制定差异化的环境目标，实施分类管控措施，建立多元化保障机制，充分释放环境

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具体而言，在生态敏感的地区应该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功能

维护，严格限制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加大生态修复投入，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在污染严

重的地区应该加强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刚性约束，强化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可以通过构建

智慧化环境监管平台，对重点污染源进行实时监控和精准执法。在经济发达且技术领先的

地区可以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财政补贴，鼓励当地企业积极开展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

等项目。

44..22..33 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力度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力度

由于优化后的产业结构能够为绿色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资源与协同环境，推动技术升

级与高端要素集聚，实现创新效率的稳步提升。因此，建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从产业结构合

理化和高级化两条途径入手，加大产业结构的优化力度。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需依据当地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合理调整三次产业的比重，确保投入的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产业链条，加强产业关联，降

低生产成本，提升产业创新协同能力。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出台相

关税收优惠、场地补贴等政策，吸引新兴产业企业入驻。加快传统制造业的绿色改造进程，

推动资源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绿色产业转型，以全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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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 China

—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Cheng Yunhe, Hu Ya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is one of the key paths to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that can handle non-desired outputs, a re-

gional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30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

gions of China (excluding Xiza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gions) from 2012 to 2023 was conducted.

Meanwhile, a fixed effect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an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

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up-

ward tren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but the average efficiency has always been less than 1, with the efficiency

ranking beingeastern>western>central;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shows a "U" shap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indirectly affec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

ciency through the dual mediating mechanism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According-

l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tailor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order to improv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

tion efficiency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een and low-carbon econo-

m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dustrial structure op-

timization; Superefficient SB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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